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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淄博烧烤”为例，剖析其火爆出圈的城市柔性治理模式，探讨其底层逻辑和结构面向。研究认为：城市

柔性治理是导致“淄博烧烤”火爆出圈的根本原因，而“以人为本、民主平等”是淄博城市柔性治理的治理理念，“和

谐善治、利益均衡”是其治理目标，“非强制性、合作协商与柔性行政”是其治理方式，“情感治理、服务治理与多

元共治”是其治理策略，“情感动人、灵活弹性”是其治理特点，它们一起构成了淄博城市柔性治理的五大结构面

向。研究表明，城市柔性治理具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双重意义。作为对刚性治理的一种合理补充，柔性治理

有助于弥合以科层制为基础的刚性治理中的干群隔阂，改善缺乏柔性的城市治理模式，实现现代城市的高质量发

展。本研究从结构面向的视角丰富了城市柔性治理研究，为城市柔性治理实践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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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Zibo Barbecu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oot cause of the popularity of Zibo Barbecue, 

and discusses the underlying logic and the structure perspectives of urban flexible governance in Zibo.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city flexible governance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popularity of Zibo Barbecue. For urban 

flexible governance in Zibo, "people-oriented, democracy and equality" is its governance concept, "harmonious and 

good governance, balanced interests" is its governance goal, "non-coercive, cooperative and flexible law enforcemen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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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governance pattern, "emotional governance, service governance and pluralistic co-governance" is the governance 

strategies and "emotional and flexible" is the governance characteristics, which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five structural 

perspectives of urban flexible governance in Zibo. Therefore, flexible governance has the dual significance of value 

rationality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t is not only the core content of urban governance, but also a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tool to repair urban psychological trauma. As a reasonable supplement to rigid governance, flexible governance 

helps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cadres and groups in rigid governance based on bureaucracy, improve the impersonal 

urban governance model, and realiz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odern cities. This paper enriches both the 

research on urban flexible governance and provides beneficial reference for urban flexible governance practice. 

Keywords: Flexible Governance; Urban Governance; Underlying Logic; Structural Perspectives; Zibo Barbecue 

 

1 引言 

2023 年“五一”和“十一”黄金周期间，火爆出圈的

“淄博烧烤”实际上映射了中国城市治理的新风向。作为

城市更新治理的一种新模式，贯穿于“淄博烧烤”中的城

市柔性治理显然对培育淄博的城市心态秩序、增加城

市向心力和凝聚力扮演了重要的作用（陈伟，2023；

Chaoyu Y., 2023；何斌，2023）[1-3]。因此，以“淄博

烧烤”为例，探讨城市柔性治理的底层逻辑和结构面向，

既有理论意义也有现实价值。 

国外关于柔性治理的研究主要始自 20 世纪 80 年

代，随着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治理与善治以及

整体性治理等理论形态的不断更迭演进，学界对传统

科层制的单级、强制型治理方式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在理论上重构了对柔性治理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的

认识。受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建国以来

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长期聚焦于以司法、行政、

制度等管控模式为核心的刚性治理手段，在很大程度

上忽视了城市柔性治理手段。进入 21 世纪以来，尤其

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管控模式越来

越无法适应城市治理的需要，柔性治理的研究和实践

也逐渐引起重视和关注，并逐步从社会治理走入城市

治理和城市社区治理（谭英俊，2014；Oliveira E., 2017；

王加利，2022）[4-6]。从总体情况来看，由于城市治

理的复杂性以及中国现代城市发展历史比较短的原因，

现有柔性治理研究特别是关于城市柔性治理的研究成

果还非常有限，还处于起步阶段。比较而言，以宏观

社会和微观社区为背景展开的柔性治理研究相对多一

点，而以中观的城市为研究对象展开的研究较少，涉

及诸如新冠疫情等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城市柔性治理

研究则更为少见。 

根据上述状况，本文深入剖析“淄博烧烤”背后的城

市柔性治理，揭示其底层逻辑和结构面向。理论上本

研究期望丰富城市柔性治理研究，实践上本研究期望

能为中国城市柔性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2 柔性治理及其底层逻辑 

在城市治理中，柔性治理是指秉持“以人为本”、“民

主、平等、自主、协作”等理念，采用非强制性方式来

激发治理伙伴与治理对象的内在潜力、主动性与创造

性，以寻求城市基层社会对于政府治理的信任、配合

和参与，从而实现善治的目标（谭英俊，2014）[4]。

这一内涵全面揭示了柔性治理的理念、方式、方法、

目标等特征。作为刚性治理或管控模式的对立面，柔

性治理具有降低现代城市治理成本的价值，是对司法、

行政、制度等刚性治理的合理补充。尤其当现行的司

法、行政和制度等刚性治理手段在面对市场主体、市

民采取不合作行为时会表现失灵，柔性治理作为城市

治理的一种新模式，是对以科层制为基础的刚性治理

的一种必要补充（何雪松，2016；刘太刚，向昉，2021；

刘智勇，2008）[7-9]。因此，柔性治理是城市治理无

法忽视的重要维度。柔性治理在治理理念、方式、特

点等方面与刚性治理有着显著区别，见表 1（何斌等，

2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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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柔性治理与刚性治理的特征对比 

 柔性治理 刚性治理 

治理理念 以人为本：民主、平等、自主、协作 以法为本，依法治理 

治理方式 （灵活、弹性的）非行政强制性手段 司法、行政、政策、制度等强制性手段 

治理特点 人性化灵活弹性 人性化缺乏柔性不足 

组织基础 网格制 科层制 

文化根基 人本文化 法本文化 

治理价值 
寻求城市基层社会对于政府治理的信任、配合和参与，淡化或

减弱强制性色彩，增强城市的凝聚力，从而实现善治的目标 

常态时，实现依法治理；灾难时，实现危机管理、

应急管控 

 

柔性治理具有“以人为本”、“非强制性”、“灵活弹

性”等特征，必然涉及文化、历史等诸多因素，本研究

认为城市柔性治理的底层逻辑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柔性治理的历史文化逻辑 

从历史源流上看，柔性治理的出现与政府失灵现

象有深刻的逻辑联系。伴随着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分

权化的公共治理环境变迁，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动态

性与多元性大大增强，以传统科层制为基础的城市刚

性治理方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是科层制的自我膨

胀趋势，使得原本的效率优势丧失；二是科层制的过

分刚性，使其不能灵活处理日趋复杂的社会公共事务；

三是科层制的技术统治倾向排斥民主参与（谭英俊，

2014）[4]。刚性治理所带来的管理和信任等危机迫使

城市治理重新反思。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治理与善治以及整体性治理等

理论形态不断更迭演进，无不对刚性治理方式进行了

深刻的批评，并倡导建立一种政府与城市基层社会“合

作共治”的柔性治理模式。 

在中国社会，柔性治理自古就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事实上，以“情”为先，“情理结合”是中国处理社会关系

和社会矛盾的传统法则。以“情”为先的关系结构在一定

程度上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基础，重视人际关

系的和谐相处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强调成员

对“家”的忠诚。合“理”却不合“情”的举措，是普通中国

人难以理解和接受的；而合“情”但不合“理”的行为，却

能为大多数中国人所宽容或默许。“法无可赦，情有可

原”，中国人对事物的评价常常不是从“法”或“事理”角

度出发，理性地比较和判断的，而是从“情”的角度出发，

充满感情色彩地权衡并做出取舍。 

（二）柔性治理的理论逻辑 

根据马克斯•韦伯的权威结构理论，政府权威来源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获得民众的认可、拥护和支持，

即合民意性。虽然依靠强制力也可获得民众暂时的服

从和秩序，但难以持久。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实践均表

明，政府凭借政治权威，运用行政命令等强制性方式

对城市公共事务进行单一向度的排他性治理，不但不

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公共事务治理需求，反而成为

制约城市社会发展的因素，并导致政府能力有限性与

城市治理挑战性之间日益突出的矛盾，政府也因此背

负了巨大的财政包袱和治理压力（谭英俊，2014）[4]。

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方式，柔性治理就在这样的背景

下产生了。 

相对于传统的刚性治理，柔性治理旨在让政府从

“高高在上”的权威治理者走向“更加平等协作”的合作

者，并逐渐淡化和弱化其权力强制性色彩，更多地体

现出“民主、协商”的公共性品格。在这种治理结构中，

更多的参与者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的；不是管制式

的，而是协商式的；不是排斥的，而是合作的；不是

被阻止的，而是被鼓励的（刘智勇，2008）[9]。柔性

治理要求政府由行政强制性管理转化为行政服务化管

理，打破惯有的“封堵删”和“打压”策略，由主体中心主

义、权力中心主义转化为客体中心主义和服务中心主

义，在本质上体现出了现代城市公共治理的科学精神。 

（三）柔性治理的现实逻辑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城市或城市社区总体而言仍是一

个熟人或半熟人社会，“差序格局”尚未完全被打破，城

市所蕴含的互助性、归属感和亲密感等情感因素在基

层治理中仍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换句话说，中国社会

总体还是“家文化”的，对中国人而言“家”的感觉是一种

最为重要的情感标记，家庭是“小家”，城市是“大家”、

是“娘家”，“家”的情感是绕不开的话题（何雪松，2016；

何雪松，2017）[7, 10]。城市治理实践中，有时握握手、

拍拍肩、坐下来喝杯茶或吃顿饭，“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打“感情牌”，就有可能因“给了面子”而轻松地化

解原本较为棘手的难题。通过共情或情感传染效应，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各方换位思考，在体谅与包

容、协商与合作中消解矛盾，这是城市治理中常常行



4 何斌 等：城市柔性治理的底层逻辑及其结构面向——基于“淄博烧烤”的分析  

 

http://www.wjmst.net 

之有效的做法。 

从现实来看，随着网络社会、数智技术和新媒体

的发展，城市基层社会矛盾的传播性、敏感性、破坏

性等跟以往相比大大增强，呈现出触点多、燃点低和

处理难的特点，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艰巨繁

重（谭英俊，2014）[4]。刚性治理的方式尽管可以暂

时平息事态、获得社会稳定，但与此同时可能积累着

更为严重的社会矛盾、蕴含着更为巨大的破坏力（谭

英俊，2014）[4]。比较而言，柔性治理可望增强市民

的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它们可以转化为促进融合与

团结的社会资本，也可卷入市场成为保值增值的物质

资本，从而实现城市基层社会的长治久安（何雪松，

2017）[10]。事实上，柔性治理以柔和的品格及其弹性

作用，立足于“宽容、理解、信任”，通过“引导、沟通

和协商”等柔性方式，消除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行政摩擦，

真正把未发矛盾化解在萌芽中，把已发矛盾化解于无

形中。 

（四）柔性治理的治疗逻辑 

在当下中国城市转型发展期，由情感正义受辱所

引发的城市怨气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也是现代

性带来的“社会困局与个体焦虑”的一种现实（吕小康，

2017）[11]。如何通过心理辅导或治疗调节由中美脱钩、

新冠疫情、俄乌战争等 VUCA 事件所引发的不安全感、

恐慌焦虑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无法把握的信心缺失，

提升市民的存在感、利益获得感和主观幸福感，在城

市怨气爆发前进行主动化解，实现城市的心理认同，是

中国城市心理秩序良性建设的迫切目标。从个体层面来

看，神经科学的研究证据也表明，个体的心理（尤其是

受过心理伤害的个体）会受到他人、环境因素的社会传

染效应影响，激发相应的神经内分泌机制（比如多巴胺、

催产素等的分泌），从而影响机体的生理和代谢功能，

表现出一定的生理疗愈作用（何斌，2023）[3]。 

实际上，也有越来越多的心理实验和医疗实验研

究表明，面对社会性的心理创伤，来自城市政府部门、

城市社区、家庭或人际的情感疗愈机制往往比专业的

心理辅导和药物治疗有更强的疗愈效果，能够增强心

理创伤个体的心理韧性，提升个体心理创伤后的信心

和意志力，最终提升个体心理创伤后的复原力和成长

力（Calhoun Casey D., et al., 2022；Harzif Achmad K., et 

al., 2022）[12, 13]。这也意味着，若情感治疗运用得当，

并与专业的心理辅导和药物治疗合理搭配，可以对由

于心理创伤所引发的恐慌、焦虑和抑郁等心理创伤产

生事半功倍的疗愈效果。反之，若个体的心理创伤得

不到合理的情感疗愈或心理排解，会加重由心理创伤

所引发的恐慌、焦虑和抑郁等心理病症。也就是说，

很大程度上，情感治疗对心理创伤修复有锦上添花的

疗愈效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因此，面对现代城市因诸如新冠疫情等重大公共

危机事件所引发的情感正义受辱或心理创伤，“心病还

需心药医”，以心理治理（包含情感疗愈）为基础的柔

性治理是最好的疗愈策略，这就是柔性治理的治疗逻

辑。 

概言之，柔性治理的上述四重逻辑相辅相成，构

成城市柔性治理的底层逻辑（如图 1）。也就是说，城

市社会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特有的人情文化传统及其文

化积淀构成了城市柔性治理的历史文化逻辑，城市政

府权威的合民意性形成了城市柔性治理的理论逻辑，

丰富的基层城市治理实践以及城市基层社会矛盾化解

的需求催生了城市柔性治理的现实逻辑。 

 

图 1 城市柔性治理的底层逻辑 

一方面，柔性治理的上述底层逻辑为“淄博烧烤”

及其城市柔性治理提供了逻辑合理性分析依据；另

一方面，“淄博烧烤”火爆出圈的过程及其城市柔性

治理模式又生动地诠释和验证了上述柔性治理的底

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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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淄博城市柔性治理的结构面向及

其过程机制 

“先天禀赋缺乏，后天禀赋不强”的“淄博烧烤”为何

能在 2023 年“五一”和“十一”期间脱颖而出，火爆出圈？

其根本原因是什么？本研究认为，淄博的城市柔性治

理，打开了人们的“心理开关”，构建了人与人之间的心

理联结，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激活了淄博

商家和市民的主动性、参与性和创造性，是“淄博烧烤”

火爆出圈的根本原因。因此，有必要深入剖析淄博城

市柔性治理的结构面向及其过程机制。 

（一）城市柔性治理的结构面向 

1. 治理理念：以人为本，民主平等 

为了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烧烤摊

因“影响环境和空气质量”而被很多城市取缔或限制经

营的例子屡见不鲜。但在淄博，烧烤不但“合法合规”，

还被当地政府鼓励，还有各种相关的烧烤扶持政策和

举措。“淄博烧烤”现象表明，当地政府不是把“以民生

为重、以人性化需求为导向”当作口号，而是主动作为、

顶住压力，真正贯彻了“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以人

为本”，不仅主张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而且主张人是

发展的根本动力。 

与此同时，柔性治理秉持“民主平等”的理念，注重

人的身份主体性和平等性，强调市民参与公共事务的

基础性地位，重视政府与市民权利之间的互动。“民主

平等”既是一种激励、凝聚人心的机制，能调动市民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也是一种有效的监督机制，能保障

公众对管理主体的监督、批评和建议权利。从淄博的

实践来看，“民主平等”所蕴含的对人基本价值的尊重和

认可是激发淄博市民参与城市治理、服从政府管理的

巨大力量。 

2. 治理目标：和谐善治，利益均衡 

柔性治理呼吁政府不做“颐指气使”的命令者，而要

扮演合作治理的黏合剂，作为对话的组织者、关系的

协调者、合作的促进者以及价值的引领者，推动公共

权力向度的多元化，建立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的公

共治理格局。这既是政府职能转型的内在要求，也符

合现代城市公共治理方向。从淄博烧烤的实践来看，

政府积极为“市民参与”创造渠道，构建烧烤营商环境，

与市民平等对话，让市民在参与公共事务治理中“自我

锻炼、自我管理、自我激励和自我完善”，这是淄博政

府公共事务实现“和谐善治”的力量源泉。 

研究表明，籍助柔性治理，坚持政府、商家和市

民的持续对话与和谐善治，才能达成公共利益与个体

利益的协调与平衡，最大限度满足个体利益，共同维

护公共利益（谭英俊，2014）[4]。从淄博烧烤的实践

来看，通过市民参与，淄博增强了市民的向心力和社

会凝聚力，市民越来越关注公共事务，市民的利益诉

求也最大限度得到落实和保护。 

3. 治理方式：非强制性，合作协商，柔性行政 

淄博城市柔性治理主要采纳了“非强制性、合作协

商和柔性行政”等方式。 

(1) 非强制性 

“非强制性”是淄博城市柔性治理的重要特征之一，

“宣传教育、人民调解、民主协商、引导建议和提醒劝

告”等是其常用的手段。采用非强制性方式就是将传统

城市管理方法和管理过程由单向变为多维。一方面，

善于运用非强制性方式，能打破城市管理中单纯使用

行政命令和制度约束等刚性方法处理公共事务的局面，

维护商家和市民的利益。另一方面，运用非强制性方

式可改变传统的“自上而下”、单向度的城市管理过程，

完善“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根据群众实际要求及时调

整策略，满足市民需要，提升城市治理效果。治理方

式和治理过程的多维性，有利于多元参与主体之间的

沟通和交流，减少摩擦，防控社会风险，缓解社会矛

盾，增进干群互信，从而增强市民对城市的归属感和

认同感。 

(2) 合作协商 

“合作协商”是淄博城市柔性治理另一个重要特征。

它是一个“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互动过程，通过多元

主体之间的合作与协商关系，以确立和认同共同目标

的方式，对城市公共事务进行共同的管理。柔性治理

并不否认政府在公共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但它更强调

权力的分散性，认为治理的参与主体并不仅仅局限于

政府，还包括社会组织、社会企业和社会团体等多元

主体。 

(3) 柔性行政 

柔性治理虽然并不排斥行政等刚性治理方式，但

它更强调和鼓励柔性行政。柔性行政是指在城市行政

管理过程中，要准确把握社会心态和市民情绪，充分

考虑管理对象的切身感受，规范管理言行，推行“阳光

行政”和“柔性执行”。柔性行政能够增加行政管理行为

的人情味和温情，提高公众对行政管理行为的认同。

但柔性行政也不是“不讲原则、无原则妥协”，而是坚持

“刚柔兼济”的原则。在 2023 年“五一”和“十一”黄金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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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一方面淄博出台了规范烧烤市场的各种明文禁

令，严格执法。比如，所有商家绝对不允许缺斤少两，

否则予以重罚；所有出租车司机在烧烤旅游期间不允

许拒载乘客，不允许涨价多收费，否则予以取缔。另

一方面，面对蜂拥而来的游客以及车水马龙的大街小

巷，淄博政府采用了各种柔性策略：对违停的车辆，

交警不是简单地给贴罚单，而是不厌其烦地劝说、引

导游客和公众摆放好车辆；当地 200 多家党政机关事

业单位甚至主动地把停车场和厕所腾出来，免费向游

客开放；城管和保安甚至主动出手帮助商贩整理摊档、

维护烧烤场所秩序。淄博的所有政府部门（从工商、

行政、文旅到社会治安、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全面

转换职能，工作重心不是严格执法和管制，而是想方

设法为游客、市民和商家提供服务便利，为淄博烧烤

“保驾护航”。 

4. 治理策略：情感治理，服务治理，多元共治 

根据以上治理方式，淄博城市柔性治理主要采纳

了情感治理、服务治理和多元共治等治理策略。 

(1) 情感治理 

情感治理是内在于中国的治理传统的，在国家的

治理体系里，情感是基本的、不可或缺的、具有核心

地位的元素。换句话说，没有情感和情感治理的城市

治理，是空洞的、缺乏人性的城市化。在城市治理中，

作为一种重要的驱动力，情感治理是以情绪安抚和心

灵慰藉为目标的制度化的或非制度化的情感回应，它

具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双重意义（何雪松，2016；

何雪松，2017）[7, 10]。 

一方面，在后疫情时代，面对经济长周期下行趋

势、企业现实的经营预期落差、百年未有之变局下社

会结构加速内卷化以及城市社会转型发展期的极化现

象叠加所引发的情感正义受辱或情感创伤，“情感比金

钱重要”、“信心比黄金重要”，情感本身就是城市治理

过程中需要关注的对象，亟待得到安抚和调节。很多

的城市实践证明，暖心的情感交流和情感对话可以成

为抚慰城市情感创伤或心理创伤的良药。事实上，正

是疫情期间的情感联结让山东大学生知恩图报，履行

了与淄博“双向奔赴”的承诺，然后引发了外界与“淄博

烧烤”的情感共鸣，使淄博成为网红文旅城市，最终使

“淄博烧烤”火爆出圈。也就是说，正是情感或情感治理

让淄博成为一座“有人情味、有温度”的城市，让当地百

姓成为一群“有人情味、有温度”的人（何斌，2023）[3]，

然后这种情感呈现外溢效应并通过网络媒体和自媒体

进行传播，传递给外界以及慕名而来的游客，才引爆

了“淄博烧烤”。因此，情感治理可望重构城市的情感结

构，调节城市的情感认同，构建城市的和谐人际和社

会良序，提升游客对旅游城市的形象认同，提高城市

高质量治理的能力，甚至能长远地影响城市的地域文

化，这些构成了情感治理的价值理性意义。 

另一方面，通过共情或情感传染效应，人们的“情

感开关”被打开，游客与淄博之间的情感联结被构建，

游客与淄博之间的情感距离被拉近，情感治理成为吸

引外地游客、引爆“淄博烧烤”以及修复外地游客疫情后

情感创伤和心理创伤的有效工具（何斌，2023）[3]，

因此情感治理又具有工具理性意义。 

(2) 服务治理 

在淄博政府的组织下，所有政府部门联动，合力

开展“烧烤护航行动”，强化烧烤行业的市场化管理，包

括店铺管理、酒店管理、食材管理、质量管理和价格

管理等。面对外地涌进来的游客，工商、文旅、警察、

消防等部门现场办公，只为给游客提供“家一般”的体验；

公安系统全力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持续稳定；市场监管

部门严格质量检测，做到全覆盖；交警集体出动，既

当管理员又当“导游”。在淄博，自上而下散发出来的浓

浓人情味，既激活了市场主体的获得感和发展动力，

也激活了当地百姓的团结力和荣誉感，大家“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用心地做好烧烤，周到地做好服务，

从政府到市民没有一个掉链子的。 

从根本上看，“淄博烧烤”的火爆出圈正是仰赖于

“有为政府”的“有为服务”，它让八方来客不仅体验到淄

博“有淄有味”的特色烧烤，更体验到淄博富于人情味的

“走心”服务（陈伟，2023；何斌，2023；张培，2023；

张耀军，毛开元，2024；孙平，王德刚，2024） [1, 3, 

14-16]。从淄博的经验来看，“有为”的服务治理要做好

以下三点：一是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主观能动性，打

造优质的营商环境；二是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

的效率，建设“有效市场”；三是保持政府与市场之间的

良性互动和协同用力，尤其政府部门要合理定位，要

关注市场主体的情感，以更贴近人心的方式来实现城

市的治理，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 

(3) 多元共治 

“上下同欲、同心同德”是淄博城市多元共治的重要

特色。淄博之所以能火爆，表面上“火”的是烧烤，其实

真正“火”的是城市治理。也就是说，除了烧烤的消费体

验之外，其实淄博更吸引人的是淄博政府乃至普通市

民的真诚朴实和热情好客，是这座充满“有人情味、有

温度”的城市。为了当地建设和发展，政府、商家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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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间那种难以言说的默契合作，是淄博“政通人和、

秩序井然”的集中表现，是对当地多元共治模式的高度

认可。淄博商家说，为了淄博拼了；淄博市民说，为

了淄博要注意所有言行，不能给淄博抹黑。“上下同欲

者胜”，淄博的城市治理，既体现了“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也体现了“让群

众拥有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的治理理念

和治理目标。 

在“淄博烧烤”中，除了政府、商家和市民等城市内

部主体外，参与“多元共治，合作共创”的城市外部主体

还有游客和社交媒体等（何斌等，2023；孙平，王德

刚，2024）[3, 16]。其中，游客主要参与了网络互动、

实地游览和体验分享；社交媒体主要参与了网红造势、

平台互动和热点推送。 

5. 治理特点：情感动人，灵活弹性 

从以上治理方式和治理策略来看，“情感动人、灵

活弹性”是淄博城市柔性治理的突出特点。 

“情感动人”既是情感治理的本质，也是淄博城市柔

性治理的重要法宝。“淄博烧烤”之所以火爆出圈、吸引

游客，除了淄博烧烤本身的特色（比如，“小饼、小葱、

酱料”灵魂三件套和特色“小火炉”）之外，很大程度上

归因于其“情感动人”的城市治理，归因于淄博是一座

“有人情味、有温度”的城市，归因于淄博当地百姓是一

群“有人情味、有温度”的人（何斌等，2023）[3]。正

是这种人情味和温度，通过共情或情感传染效应，传

递给了山东大学的大学生，让他们也成为一群知恩图

报的、有情感的年轻人；然后通过大学生的种草效应

和网红效应，这种情感又得以网络化扩散，快速传播

到大江南北，最终引发了全国人民“进淄赶烤”的现象和

热潮。“淄博烧烤”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城市，成

为三年疫情后人们心中“期待的城市”的样子，它唤醒了

人们（包括陌生人）之间一种久违的真诚、热情和善

意，它唤醒了人们心底的良善和真诚。 

“灵活弹性”要求在依法治理的过程中既坚持“理性、

规范”的执法原则，又充分尊重管理对象，积极回应并

及时响应市民需求和城市关切，努力采取“引导、建议、

提醒、劝告、协商”等非强制性方法，用“充满人情味的、

有温度”的执法艺术感化违法者。“灵活弹性”能有效地

排除违法者对法律和公共权力的畏惧和对立情绪，进

一步增强守法意识，从源头上预防违法行为的发生，

实现城市“和谐善治”的终极目标。也就是说，富于“情

感动人、灵活弹性”的柔性治理是基于制度之上，但又

超越制度刚性的一种治理形式（谭英俊，2014）[4]。 

综上，透过“淄博烧烤”案例，可得到淄博城市柔性

治理的五大结构面向。其中，“以人为本、民主平等”

是淄博城市柔性治理的治理理念，“非强制性、合作协

商与柔性行政”是其治理方式，“情感治理、服务治理与

多元共治”是其治理策略，“和谐善治、利益均衡”是其

治理目标，“情感动人、灵活弹性”是其治理特点（如图

2）。这五大结构面向五位一体，协同作用，共同推动“淄

博烧烤”火爆出圈。 

 

图 2 淄博城市柔性治理的结构面向模型 

（二）城市柔性治理的过程机制模型 

综合图 1 和图 2，并从淄博城市柔性治理扩展到更

一般情形，可以延伸得到具有更普遍意义的城市柔性

治理过程机制（见图 3）。图 3 表明，柔性治理的四重

逻辑是城市柔性治理的依据，而城市柔性治理的五个

结构面向五位一体、协同作用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动力。“淄博烧烤”的实践无疑为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实验范本。因此，坚持“以人为

本”，以人性化需求满足为出发点，以柔性治理补足刚

性治理短板，不断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是

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再造“另一个淄

博”的可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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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城市柔性治理的过程机制模型 

4 结论与启示 

以“淄博烧烤”为例，剖析“淄博烧烤”火爆的根本原

因，探讨城市柔性治理的底层逻辑和结构面向，主要

结论和启示如下： 

第一，揭示城市柔性治理是“淄博烧烤”火爆出圈的

根本原因，指出城市柔性治理的五大结构面向。其中，

“以人为本、民主平等”是淄博城市柔性治理的治理理念，

“和谐善治、利益均衡”是其治理目标，“非强制性、合

作协商与柔性行政”是其治理方式，“情感治理、服务治

理与多元共治”是其治理策略，“情感动人、灵活弹性”

是其治理特点，这五大结构面向构成了淄博城市柔性

治理的基本框架，它们五位一体，协同作用，共同推

动“淄博烧烤”火爆出圈。 

第二，揭示城市柔性治理具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

性双重意义。一方面，柔性治理中蕴含的情感安抚和

心理慰藉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它们尤其能抚慰当下社

会结构加速内卷化以及城市化转型期极化现象叠加所

引发的各种情感创伤或心理创伤，是城市治理过程中

不应忽视的重要内容。事实上，柔性治理可望重构城

市的情感和心理结构，调节城市的情感和心理认同，

构建城市的和谐人际和社会良序，提升城市高质量治

理的能力。另一方面，柔性治理打开了人们的“情感和

心理开关”，构建了游客与淄博之间的情感和心理联结，

拉近了游客与淄博之间的情感和心理距离，成为吸引

外地游客、引爆“淄博烧烤”以及修复外地游客疫情后情

感创伤和心理创伤的有效工具。因此，柔性治理是对

刚性治理的一种合理补充，有助于弥合以科层制为基

础的刚性治理中的干群隔阂，改善缺乏柔性的城市治

理模式，实现现代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第三，实践上，“淄博烧烤”对城市柔性治理的启示

为：在城市柔性治理中，各地应坚持“以人为本、民主

平等”的治理理念，坚守“和谐善治、利益均衡”的治理目

标，把握好“情感动人、灵活弹性”的治理特色，运用好“非

强制性、合作协商与柔性行政”的治理方式，综合采纳“情

感治理、服务治理与多元共治”等治理策略，才能多措

并举地打造城市柔性治理的核心竞争力。尽管烧烤并不

能让淄博彻底完成城市经济转型和产业转型，“淄博烧

烤”与各类城市爆红现象一样总有逐渐消退和回归常态

的时候，但蕴含在“淄博烧烤”中的城市柔性治理模式已

成为今后中国城市治理及其高质量发展的宝贵财富。 

还要说明的是，强调柔性治理并不是否定刚性治

理，不是排斥司法、行政、制度和技术治理的重要性，

而是要综合考虑“情、理、法”的结合。特别是在后疫情

时代，面对经济长周期下行趋势、社会结构加速内卷

化以及城市社会转型发展叠加的大背景，要实现城市

的高质量发展，更应重视柔性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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